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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重点检验了2010—2017年间中国省域人口

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农村减贫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2010—2017年

间中国省域农村贫困、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而经济城镇化

集聚现象呈现逐渐消减的态势。②人口城镇化对农村贫困主要表现为先缓解后加剧的“U”型

特征，而经济城镇化则刚好与之相反，呈倒“U”型特点，土地城镇化对农村贫困的作用尚不明

显，但主要表现出加剧农村贫困发生的潜在可能。③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对农村贫困产

生了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二者对农村贫困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门槛”现象。东部和中

部地区的人口城镇化减贫直接效应门槛已基本突破，减贫潜力较弱，而大部分省份的人口城镇

化减贫溢出效应门槛依然存在，益贫性的溢出效应仍然明显。相比之下，各省域经济城镇化减

贫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门槛均已突破，整体上以益贫性为主。④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应合理

推进人口城镇化，加快完善相关制度改革。有效、有序地扩张城镇空间，优化城镇产业结构调

整，壮大第三产业发展规模和强化其质量升级，增加城镇就业空间，提升城镇整体辐射带动效

应。统筹协调区域人口、空间、资源等的分配与利用，充分发挥要素集聚带来的正向“外部性”

作用，合力推进农村长效、稳定减贫，促进城乡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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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镇化与农村贫困是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
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镇化发展战略已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巨大引擎。据统计数
据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城镇人口数量首次超过了农业人口数量，标
志着中国社会发展形态已从农村转向了城市。为了进一步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2014年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出台，中国城镇化战略继续推进，截止到
2018年底城镇化率提高到59.58%。不难想象，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城镇化必将引致
各种资源要素向城市集聚，其中农村人口非农化是最为典型的代表。与此同时，作为全
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 1978年的 7.7亿减少到了 2017年的 3046万，
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面对二者此消彼长的态势，很容易会产生这样的命
题：城镇化是否有利于农村减贫？如果有利于农村减贫，减贫效应如何？减贫机制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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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实现的？很显然，对这些问题的探究，是将二者有机结合，寻找“益贫式”城镇化发
展方式的重要课题，对减缓农村贫困、缩小城乡差距将产生积极作用。

国内外对城镇化与农村贫困关系的研究已颇为广泛，但对二者关系的认识一直未达
成共识。早在 19世纪 60年代，有学者已经意识到城市化能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收入分
配，进而减少贫困[1]。此后不少研究者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Shahbaz等[2]和Awan等[3]研
究发现城镇化能有效降低贫困的发生，特别是对农村减贫效果明显。Nguyen[4]和李萌等[5]

分别对越南和中国的城镇化减贫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人口城镇化率每增加1%，越
南的农村贫困率降低 0.17%，中国则降低 2.87%。而与上述截然相反的观点则源于 1957
年Myrdal的论断，认为城乡二元结构下，要素流动并不能缩小城乡差距，反而会引起

“累积性因果循环”，加大城乡发展差距，使乡村发展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6]；余戎等[7]

也指出牺牲农业发展的城镇化过程会加剧农村资源的流失和土地资源耕种率的降低，进
而使城乡差距扩大，加剧农村经济落后情况；Ravallion等[8]更是认为，盲目城镇化等于把
农村贫困转变为城镇贫困。随着城镇化发展的演化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对城镇化
与农村贫困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Jorge等[9]通过实证得出了城镇化与贫困之间呈“U
型”关系；国内部分学者也得出了城镇化对农村贫困的“U 型”关系的结论 [5,10,11]。此
外，部分学者针对城镇化减贫的复杂性，开始对其减贫效应进行了分解。Cali等认为城
镇化是通过位置效应和经济联系效应实现的农村减贫，位置效应表现在农村人口转移到
城市，减少了农村贫困人口；经济联系效应则表现为城镇化所带来的消费关系、就业水
平提高、汇款等减少农村贫困[12]；单德朋等[13]则将城镇化减贫效应分解为集聚效应、收
入效应和转移效应，并进一步证实了中国城镇化对减贫的积极影响。

城镇化的外在表征主要体现为农村人口转为非农人口、农业用地转为城镇建设用地
和城镇产业结构调整三个方面[14]，分别对应着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
综观已有研究，学者们对城镇化的减贫效应主要考察了人口城镇化的农村减贫效应，而
尚未探究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这两种主要城镇化过程的减贫效果。事实上城镇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和城镇空间扩张对农村转移就业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同样发挥着重要作
用，因此进一步探究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农村减贫效应显得尤为重要。此外，目
前关于人口城镇化减贫效应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直接效应的探索，鲜有文献论及城镇
化减贫的间接效应（即溢出效应）。单德朋等虽在研究模型中引入了贫困的空间自相关要
素，但并未考虑城镇化与其他控制变量对农村减贫的空间溢出[13]。而客观上，不论是城
镇化的位置效应，还是经济联系效应，或是集聚效应、转移效应，都与农村人口的迁
移、物资需求的转运等密切相关，跨区域的人口迁移和物资转运等现象是十分常见的，
因此城镇化与农村贫困之间极有可能存在空间上的关联，尤其随着交通、信息等渠道的
日趋发达，这种空间上的关联性愈发强烈。换言之，城镇化除了对本区域的农村减贫产
生影响外，极有可能会对周边区域的农村减贫发挥作用，即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基于
此，本文以中国最新贫困标准，利用2010—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
型，重点检验中国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农村减贫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既是对已有研究的进一步拓展，也为中国城镇化战略及其减贫路径的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理论分析与变量选取
2.1.1 城镇化的农村减贫理论逻辑 为了分析城镇化的农村减贫理论逻辑，以经济学中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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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使用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构建农村生产函数，考虑到土地是农村极为重要
的生产资料，因此将土地资本单独引入模型：

Y = AK αL
β
C

γ
（1）

式中：Y为产出；K代表除土地资本以外的其他物质资本；L为劳动投入；C为土地资
本；α、β、γ分别代表物质资本、劳动和土地资本的产出弹性，α+β+γ=1，α、β、γ∈[0,
1]；A为常数，代表技术、制度等其他要素。

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是城镇化的主要表征。人口城镇化意味着农
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则相应地减少。城镇人口增加，城镇总需求随
之增加（农产品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最为密切，在此主要讨论城镇地区对农产品总需求
量的增加），如图1a中总需求曲线AD0移动到AD1位置。由于以满足人类“吃饱”这一目
的的农产品需求具有刚性，必然引致总供给的增加，即AS0移动到AS1位置，此时为了保
持市场稳定（新的市场均衡点将由E0调整为E1），需要提供更高的产量水平，即总产出Y0

需增加到Y1，同时价格也会随之调整，由P0增加到P1。根据公式（1），总产出增加必然
引致K、L、C的规模增加，或者其产出弹性增加。而农村经济一直以来属于劳动密集型
的产业经济发展方式，以资金为主的物质资本投入总量有限，增加幅度亦较低。据统计
数据显示，2011—2017年名义上农村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由9089.1亿元增加到
9554.4亿元，但年均名义增长率仅 0.85%，远远低于城镇地区 18.15%的名义增长率，产
出弹性也不高，因此由物质资本（K）引致的产出增量十分有限。而土地城镇化使得农
村土地被大量占用，以致可用于农业产出的土地资本（C）减少，其产出份额相应减
少。相对而言，人口城镇化虽然使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农业从业人员有所减少，但
是在价格上升和市场需求增加的双重作用下，会驱使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规模经营、机
械化耕作、现代化管理等手段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即提高β，使得劳动力产出曲线由 f
(L)0向 f(L)1、f(L)2移动。），从而提高总产出水平（Y），以实现市场均衡（图1b）。随着劳
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势必将带来农民收入的增加，进而减少贫困的发
生。据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1996—2006年农业从业人员减少19.42%，达8253万人，
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长[15]，这一事实有力的支撑了上述观点。

经济城镇化主要表现为城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尤其以第三产业发展表现最为明
显，可以为农村转移劳动力提供更多较低门槛的就业岗位，以缓解城镇就业压力，同时
增加进城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5年第三产业对中

图1 城镇化驱动下农村劳动生产率水平提升机制
Fig. 1 Mechanism of rural labor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driven by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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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增加的贡献率已超过第一、二产业，达到 52.9%，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已居首
位，达到3.7%，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并且这一趋势在逐年递增。同年农民
人均收入中，工资性收入首次超过经营净收入。这些现象一定程度上表明，城镇化过程
中产业结构调整确实对农村减贫产生了积极影响。

然不可否认的是，城镇化对农村贫困也有不利的一面。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相
当于剥夺了农村本来拥有的优质资源要素（主要包括较好的劳动力和优质耕地等），农村
留守人口中老、弱、病、残者比例增加，会加剧农村贫困。同时，由于极有可能存在人
与地农转城的不同步（即人实现了农转城，但地未实现农转城；或者地实现了农转城，
而人未实现农转城），导致耕地撂荒与失地农民并存的资源错配现象。2012年《人民日
报》曾引述国土资源部的调查报告称：“中国每年撂荒的耕地近 200 万 hm2 （3000 万
亩）”[16]，而根据2009年民进中央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失地农民总量将突破1亿人[17]。
这种资源错配现象，极有可能会加大农村内部的贫富差距；加上户籍制度的限制，未真
正实现户籍上农转城的农民工将面临与城市人口同等的消费水平，但却无法享受同等的
城市社会福利与保障，很可能将扩大城镇范围内的贫富差距。

综上所述，城镇化促进了农村劳动生产率提高，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更多就业岗
位，从而促进增收，实现减贫；同时也极有可能导致“人地分离”而扩大农村人口的贫
富差距，因“人户分离”而扩大城乡人口的贫富差距，进而加剧农村贫困的发生。
2.1.2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中国的贫困标准进行过多次调整，最新一次是在 2010年，
因此为了克服因提高标准带来的农村贫困人口数量的变化，本研究以2010—2017年为研
究期限，利用8个时段省级面板数据，检验城镇化的农村减贫及空间溢出效应。在参考
已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根据数据的全面性、客观性、可获取性等原则，选取农村贫困
发生率为被解释变量，人口城镇化率、土地城镇化率和经济城镇化率作为核心解释变
量。同时，为了降低遗漏变量可能造成的估计偏差，在模型中加入了经济增长、城乡收
入差距及反映农村基本情况的10个其他控制变量，具体情况见表1。数据来源包括《中
国统计年鉴 （2011—2018）》《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2018》《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11—2018）》《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0—2017）》及《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

表1 变量设定与说明
Tab. 1 Variable description and explanation

变量类型

被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具体指标（变量）

农村贫困发生率（pove）

人口城镇化（urb_p）

土地城镇化（urb_l）

经济城镇化（urb_e）

经济增长（gdp_g）

农村收入水平（inco）

城乡收入差距（u_r_d）

农村转移人口就业环境（empl）

农村人力资本（huma）

农村市场化水平（mark）

农村资本投入（capi）

农村技术进步（tech）

农村劳动生产率（prod）

农村扶贫政策（poli）

指标含义（单位）

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比例（%）

城镇常驻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建成区面积占总面积比例（%）

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例（%）

GDP增长率（%）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

城镇登记失业率（%）

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农村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万元）

农村住户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万元）

农林牧渔业单位产值农用机械总动力（kW/万元）

农村单位劳动力农林牧渔业产出（万元）

农村低保人口与总人口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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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2011—2018）》。为了消除年度物价指数上涨的影响，保证数据之间的可比性，用历
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农村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及固定资产
投资价格指数分别将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及农村住户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平减到2010年的水平。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的测算参照方时皎等[18]的做法，根据《2013 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提供的方法计算得
到。其中需要说明的是，重庆市缺少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分别用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城镇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代替。此外，由于西藏及港、
澳、台地区部分指标数据缺失，而北京、天津及上海的农村贫困人口极少，多数年份农
村贫困发生率均为 0，最终整理得到全国 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2010—2017年（8
个时段）的面板数据，共216个观测样本，表2汇报了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2.2 模型设定
2.2.1 空间计量模型 地理学第一定律指出，所有事物都与其他事物存在关联关系，较近
的事物比较远的事物关联性更强[19]。在研究城镇化的农村减贫效应时仅考虑本地区的减
贫效应，而忽视区域之间的空间关联性，可能会造成研究结果的偏误，因此需要综合考
虑要素间的空间关联性，分析城镇化的农村减贫及空间溢出效应。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具
有有效分析空间效应的特性，在许多学科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尤其当研究要素存在
空间自相关性时，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将具有明显的优势[20]。

空间面板自回归模型 （spatial panel data lag model, SPLM）、空间面板误差模型
（spatial panel data error model, SPEM） 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spatial panel data dubin
model, SPDM）是 3种最为常用的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是一般化形式
（见公式（2）），而空间面板自回归模型和空间面板误差模型是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特殊
形式。

ì

í

î

ïï
ïï

Yit = ρ∑
i, j = 1

27

WijYit + βXit + θ∑
i, j = 1

27

Wij Xit + ui + vt + εit

εit = λ∑
i, j = 1

27

Wijεit + φ
（2）

表2 描述性统计
Tab.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

pove

urb_p

urb_l

urb_e

gdp_g

u_r_d

empl

huma

mart

capi

tech

prod

poli

样本数

216

216

216

216

216

216

216

216

216

216

216

216

216

均值

10.1255

52.6840

1.0372

41.8125

9.8121

2.7782

3.3942

8.3059

0.4719

0.1580

1.2882

81.3034

7.8815

方差

8.6124

8.3339

0.9466

5.8811

2.8180

0.4432

0.5460

0.3220

0.3213

0.0542

0.5384

37.1621

4.9441

最小值

0.0000

33.8100

0.0200

28.6000

-2.5000

2.0600

1.7300

7.4300

0.1100

0.0600

0.3900

17.6600

1.0900

最大值

45.1000

69.8500

4.3100

56.1000

17.1000

4.0700

4.4700

9.0700

2.0400

0.3700

2.7000

178.7300

23.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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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Yit为 i省份 t年的农村贫困发生率；Xij为解释变量，包括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
量；ρ和λ分别为被解释变量和随机误差项的空间自相关系数；β和θ分别为解释变量的系
数和空间溢出系数；Wij为邻接空间权重矩阵W中的元素，表示省域 i与 j之间的空间关联
性，特别说明，本文中将海南和广东设为邻接关系，以避免海南出现无邻接省域的现
象；ui和 vt分别表示空间效应和时间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φ为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
项。当θ=0, λ=0 且ρ≠0 时，即仅农村贫困存在空间关联性时，公式 （2） 将简化为
SPLM；当θ=0, ρ=0且λ≠0时，即仅无法观察到的误差冲击或遗漏的变量存在空间相关性
时，则公式（2）将简化为SPEM。具体研究中需要通过模型诊断检验来选取最佳的模型
形式。
2.2.2 空间效应分解 SPDM与一般回归模型不同，它意味着解释变量不仅对本地区农村
贫困产生影响（直接效应），也可能会对所有周边地区产生影响（即间接效应或溢出效
应），因此需要对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分解，主要通过求偏微分的分解方法。考虑
SPDM模型一般形式（见公式（3）），借鉴LeSage等[21]的研究方法，将公式（3）变形得
到公式（4）和公式（5）：

Y = Cn + ρWY + βX + θWX + ε （3）

式中：Cn为n×1阶的常数向量。
(In - ρW )Y = Cn + βX + θWX + ε （4）

Y = Cn(In - ρW )-1 +(In β + θW )(In - ρW )-1 X +(In - ρW )-1ε （5）

设： E(W ) =(In - ρW )-1 , V (W ) =(Inβ + θW )(In - ρW )-1
，带入公式 （5），并结合公式

（6），得到公式（7）：
(In - ρW )-1 = In + ρW + ρ2W 2 + ρ3W 3 + ∙∙∙ （6）

Y =∑
k = 1

n

Vk(W )Xk + Cn E(W ) + E(W )ε （7）

进一步将公式（7）中变量Y和X写成如下行列式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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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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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
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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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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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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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k(W )11 Vk(W )12 ⋯ Vk(W )1n

Vk(W )21 Vk(W )22 ⋯ Vk(W )2n⋮ ⋮ ⋱ ⋮
Vk(W )n1 Vk(W )n2 ⋯ Vk(W )nn

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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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êê
ê

ê
ù

û

ú

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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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

ú
X1k

X2k⋮
Xnk

+ Cn E(W ) + E(W )ε （8）

式中：Vk(W)ij为Vk(W)的第(i, j)个元素；Vk(W )Xik = ∂Yi ∂Xik ，即为公式（8）中Xnk系数矩

阵的主对角线元素，表示第 i区域的第 k个解释变量对 i区域的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即直
接效应；Vk(W )Xjk = ∂Yi ∂Xjk 即为公式（8）中Xnk系数矩阵的非主对角线元素，表示第 j区

域的第 k个解释变量对 i区域的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即间接效应；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
总和即为总效应。

3 结果与分析

3.1 省域农村贫困与城镇化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空间自相关是判断要素是否存在空间关联性的重要依据，也是判断是否需要空间计

量模型分析的参考依据。Moran′s I指数是反映要素空间自相关的重要指标，在实证研究
中得到广泛应用，其具体计算方法可参见相关文献[18,20]，文中不再详细阐述。运用上述所
构建的邻接空间权重矩阵，分别以2010—2017年27个省域农村贫困发生率（pove）和3
个城镇化率（urb_p, urb_l, urb_e）作为分析变量计算Moran′s I值，结果见表 3。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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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2010—2017年pove的Moran′s I值均在0.4以上，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省
域农村贫困发生率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且主要表现出空间集聚的特征。由图2a可以
看出，2010年27个省域中，有9个省域表现为农村贫困HH集聚（即高度贫困被高度贫
困包围），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13个省域则表现为农村贫困LL集聚（即低度贫困被低
度贫困包围），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LH集聚（即低度贫困被高度贫困包围）和HL集
聚（即高度贫困被低度贫困包围）分别仅有4个（内蒙古、宁夏、重庆和湖南）和1个省
域（海南）。2017 年省域农村贫困发生率空间自相关性有所降低，但整体集聚趋势与
2010年相似（图2b），HH集聚的省域依然为9个，宁夏由原来的LH集聚转变为了HH集
聚，而四川则由 HH 集聚过渡到了 LH 集聚；湖南由原来的 LH 集聚转变为了 HL 集聚。
LH集聚的省域由4个减少到3个（增加了四川，减少了宁夏和湖南）。HL集聚的省域由
原来的1个增加到了2个（增加了湖南），LL集聚则保持不变。一定程度上说明，相对而
言四川减贫速度有所加快，而宁夏和湖南的减贫速度有所减缓。总体上，西部地区是农
村贫困HH集聚的主要区域，局部地区农村贫困的空间集聚有所改观，但西部地区依然
是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区域。

由表3可以看出，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Moran′s I值总体较为显
著，尤其人口城镇化率和土地城镇化率8个时段的Moran′s I值均在1%的水平显著，空间
自相关性较为明显，虽然经济城镇化Moran′s I值显著性相对较弱，但2010—2013年依然
通过了至少10%以上的显著性水平，仍表明存在一定的空间自相关性。而2014—2017年
经济城镇化Moran′s I值由正转负，且绝对值逐年递增，一定程度上说明，以第三产业产
值占比为表征的经济城镇化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相对均衡的发展。从总体空间分布上看
（图2c和图2d），东部沿海地区是城镇人口集聚的主要区域，而中部地区城镇人口集聚的
趋势有所加强，西部地区则未发生明显变化。具体而言，2010—2017年间西部省份中内
蒙古由原来的HH集聚转变为了LH集聚，宁夏由原来的LL集聚转变为HL集聚，其他省
份则保持不变。中部地区河南和山西由原来的LL集聚转变为了HL集聚，湖南由LH集
聚转变为了HL集聚，而吉林则由原来的HH集聚转变为了LH集聚。东部省份中河北由
原来的LL集聚转变为LH集聚，山东由原来的HL集聚转变为HH集聚，其他省份保持不
变。土地城镇化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除河北）及中部地区的河南、安徽、湖北等地，
2010—2017年间空间集聚态势未发生明显变化（图 2e和图 2f）。经济城镇化的空间集聚
态势则逐渐减弱，2010年经济城镇化空间集聚的态势相对明显，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的
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及中部地区的河南、湖南等省份，随着各个地区第三产

表3 2010—2017年中国省域农村贫困与城镇化全局莫兰指数
Tab. 3 Global Moran's I of rural poverty and urbanization in provinces of China from 2010 to 2017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pove

Moran′s I

0.476

0.511

0.501

0.490

0.496

0.492

0.457

0.453

P值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urb_p

Moran′s I

0.330

0.307

0.291

0.293

0.286

0.293

0.301

0.302

P值

0.002

0.003

0.005

0.005

0.005

0.005

0.004

0.004

urb_l

Moran′s I

0.379

0.381

0.392

0.400

0.498

0.409

0.396

0.406

P值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urb_e

Moran′s I

0.202

0.171

0.142

0.139

0.016

-0.155

-0.184

-0.045

P值

0.027

0.048

0.078

0.082

0.334

0.182

0.128

0.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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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0—2017年中国省域农村贫困和城镇化空间聚类
Fig. 2 Spatial clustering of rural poverty and urbanization in provinces of China from 2010 to 2017

注：此图根据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9)1833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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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快速发展，经济城镇化的空间集聚态势发生了明显的减弱，到2017年空间集聚特征
已基本消失，均衡发展的态势增强，仅中部地区的湖北、河南、安徽等省份表现出较弱
的LL集聚的现象（图2g和图2h）。
3.2 模型检验与识别

选择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具体形式时，首先需结合拉格朗日乘数（LM）和稳健性拉
格朗日乘数（Robust LM）检验加以判断，即检验其空间依赖性的表现形式（空间误差
还是空间滞后），再通过Wald检验和LM检验，判断SPDM能否简化为SPLM和SPEM。
先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 建立非空间面板的普通回归模
型，由于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其他解释变量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VIF＞10），因此在原
模型中将其剔除。同时为了检验城镇化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尝试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人
口城镇化（urb_p）、土地城镇化（urb_l）和经济城镇化（urb_e）的二次项，模型检验结
果见表4。从OLS模型空间依赖性检验结果可知，空间滞后模型的2个LM检验统计量均
在1%的显著性水平，拒绝了无空间滞后的原假设，而空间误差模型的LM检验中Robust
LM_Spatial error虽未通过 10%的显著性检验，但LM_Spatial error同样在 1%的显著性水
平拒绝了无空间误差的原假设，因此认为不能忽略城镇化对农村减贫的空间效应，且空
间滞后模型（SPLM）优于空间误差模型（SPEM）。此外，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时需
进行Hausman检验，以判断选择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检验结果显示，Hausman和Ro-
bust Hausman检验结果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拒绝了原假设，认为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在此基础上构建空间杜宾模型（SPDM），并进一步通过Wald和LM检验H0:θ=0和H0:θ+
ρβ=0的原假设，若拒绝原假设，则认为 SPDM不能简化为 SPLM或 SPEM。结果显示，
SPLM 和 SPEM 的 Wald 和 LR 检验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 SPDM 不能简化为
SPLM和SPEM（表4）。综上所述，空间杜宾固定效应模型是本研究的最佳模型。

3.3 空间面板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模型检验结果，本文选择空间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同时为了

进一步比较模型估计的稳健性，将SPDM、SPLM、SPEM和非空间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
行了对比分析（表5）。由R-squared和Log-likelihood可以看出，SPDM空间固定效应模型
（1）的R-squared为 0.936，均大于模型（2） ~模型（6），Log-likelihood为-386.542略小
于SPDM双固定效应模型（3），但SPDM双固定效应模型（3）的R-squared仅0.321，综
合而言SPDM空间固定效应模型（1）的估计效果是6个模型中最优模型。因此，以下将
重点对SPDM空间固定效应模型（1）的估计结果展开分析。

由SPDM空间固定效应模型（1）估计结果显示（表5），总体上人口城镇化估计系数
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对农村贫困产生显著的负向作用，即有利于农村减贫；同时，

表4 模型检验结果
Tab. 4 Results of model test

普通OLS模型检验统计量

F值

Adj R2

LM_Spatial error

Robust LM_Spatial error

LM_Spatial lag

Robust LM_Spatial lag

数值

68.26

0.82

26.86

0.24

62.57

35.96

P值

<0.001

<0.001

0.623

<0.001

<0.001

空间面板模型检验统计量

Hausman

Robust Hausman

Wald_Spatial error

LR_Spatial error

Wald_Spatial lag

LR_Spatial lag

数值

72.73

210.99

61.66

69.13

55.91

51.11

P值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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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城镇化的二次项的系数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表明人口城镇化对农村减贫存在“福
利门槛”，呈现“U”型的农村减贫效应，这一结果与李萌等[5]、崔万田等[11]的研究结论
一致。而经济城镇化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反而不利于农村减贫，但经济城
镇化的二次项亦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系数符号为负，整体上经济城镇化对农村贫困

表5 空间固定效应模型与非空间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Tab. 5 Estimation of spatial and non-spatial panel fixed effects model

变量

urb_p

(urb_p)2

urb_l

(urb_l)2

urb_e

(urb_e)2

gdp_g

u_r_d

empl

huma

mart

capi

tech

prod

poli

ρ/λ

R2

Log L

SPDM

空间固定

模型（1）

-3.851
***

(-8.63)

0.039
***

(8.37)

1.848

(0.42)

0.149

(0.26)

1.100
***

(2.93)

-0.013
***

(-3.16)

-0.013

(-0.12)

0.378

(0.25)

1.898
***

(3.18)

-1.572

(-1.24)

3.038

(1.52)

-25.592
***

(-4.02)

0.690

(1.04)

-0.039
**

(-2.05)

0.249
***

(3.70)

0.361
***

0.936

-386.542

时间固定

模型（2）

-3.279
***

(-7.02)

0.029
***

(6.25)

-7.626
***

(-5.69)

1.670
***

(5.71)

1.319
***

(3.07)

-0.017
***

(-3.37)

0.076

(0.57)

1.081

(1.01)

-2.014
***

(-5.02)

3.118
***

(2.85)

-5.176
***

(-3.89)

-5.970

(-1.13)

0.392

(0.54)

-0.037
***

(-2.99)

0.096

(1.13)

0.205
**

0.829

-475.152

双固定

模型（3）

-4.035
***

(-9.02)

0.039
***

(8.55)

3.845

(0.87)

-0.302

(-0.50)

0.773
*

(1.85)

-0.010
**

(-1.98)

-0.119

(-1.14)

-0.049

(-0.03)

1.787
***

(3.05)

-1.372

(-1.09)

3.179

(1.63)

-27.078
***

(-4.20)

0.578

(0.87)

-0.041
**

(-2.14)

0.231
***

(3.50)

0.080

0.321

-373.455

SPLM

空间固定

模型（4）

-3.758
***

(-9.56)

0.031
***

(7.48)

5.068

(1.26)

-0.475

(-0.89)

0.397

(1.21)

-0.006
*

(-1.68)

0.063

(0.64)

-1.122

(-0.90)

2.093
***

(3.50)

-3.739
***

(-2.79)

2.186

(1.46)

-21.471
***

(-4.20)

0.335

(0.52)

-0.022

(-1.38)

0.092
**

(2.17)

0.465
***

0.914

-415.473

SPEM

空间固定

模型（5）

-4.232
***

(-10.05)

0.036
***

(8.21)

2.326

(0.53)

-0.835

(-1.44)

-0.218

(-0.60)

0.001

(0.31)

0.006

(0.05)

2.612
*

(1.81)

2.422
***

(3.70)

-3.697
***

(-2.75)

3.259
**

(2.02)

-26.196
***

(-4.94)

0.884

(1.37)

-0.039
**

(-2.03)

0.196
***

(2.63)

0.780
***

0.836

-429.328

非空间固

定效应

模型（6）

-4.524
***

(-5.29)

0.034
***

(3.64)

11.285

(1.45)

-1.314

(-1.45)

0.017

(0.02)

-0.003

(-0.31)

0.226

(1.23)

-0.236

(-0.08)

3.340
***

(3.44)

-5.409
**

(-2.62)

4.071
*

(1.75)

-27.301

(-1.25)

0.203

(0.18)

-0.038

(-1.68)

0.115
**

(2.17)

0.889

-449.930

SPDM空间滞后项（WX）

空间固定

模型（1）

-1.733

(-1.52)

0.012

(1.01)

9.828

(1.04)

-1.984

(-1.25)

1.624
**

(2.18)

-0.022
**

(-2.55)

0.222

(1.08)

-3.250

(-1.36)

3.418
**

(2.07)

1.814

(0.69)

-5.708

(-1.50)

-13.473

(-1.01)

-0.843

(-0.62)

0.016

(0.49)

-0.178
**

(-2.30)

时间固定

模型（2）

-5.248
***

(-4.60)

0.057
***

(5.07)

-7.051
**

(-2.34)

1.108

(1.42)

-0.420

(-0.44)

-0.011

(-0.95)

-0.925
***

(-3.11)

-6.638
***

(-2.99)

1.915
*

(1.66)

-0.266

(-0.10)

-0.170

(-0.05)

-60.926
***

(-4.66)

1.815

(1.25)

-0.100
***

(-3.27)

0.214

(1.49)

双固定

模型（3）

-2.637
**

(-2.27)

0.023
*

(1.81)

18.255
*

(1.84)

-1.629

(-1.00)

1.247

(1.26)

-0.019
*

(-1.68)

-0.436
*

(-1.67)

-1.689

(-0.48)

1.815

(1.05)

4.269

(1.47)

-5.400

(-1.31)

2.430

(0.16)

-0.691

(-0.44)

0.021

(0.59)

-0.108

(-1.00)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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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先加剧后缓解的倒“U”型减贫特征。土地城镇化一次项和二次项估计结果均未
通过显著性检验，总体减贫效果不明显，而系数均为正，一定程度上表明土地城镇化并
不利于农村减贫，更多表现为加剧农村贫困的特征。

空间上看，被解释变量空间自相关系数（ρ）为 0.361，且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
（表 5），说明邻近省份的农村贫困会对本省的农村贫困产生不利影响。人口城镇化和土
地城镇化的空间滞后项（WX）及其二次项的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对农村贫困的作
用不明显。但根据回归系数及符号，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口城镇化对农村减贫的空间溢
出效应同样存在“福利门槛”；而土地城镇化会先大幅加剧农村贫困，后期有缓解农村贫
困的可能。经济城镇化的空间滞后项（WX）及二次项的估计系数均在5%的水平显著，存
在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回归系数符号一正一负，同样表现出先加剧后缓解的农村减贫
效应。

通过SPDM空间固定效应模型（1）与其他5个模型对比发现，6个模型均通过了人
口城镇化（包括一次项和二次项）的农村减贫显著性水平1%的检验，较明显地反映出模
型估计结果是稳健的。其中完全忽略空间效应的模型（6）和忽略农村贫困空间自相关的
模型（5）均会高估人口城镇化的减贫效果；而仅仅考虑农村贫困空间自相关，忽略人口
城镇化空间交互作用及其他因素的误差冲击的模型（4）和考虑时间效应的模型（2）则
会低估人口城镇化的减贫效果。对人口城镇化二次项的系数估计，6个模型的估计结果
则基本一致。对于土地城镇化的农村减贫效应估计，仅模型（2）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
验，其余5个模型的估计结果均不显著，进一步说明了土地城镇化的农村减贫效应尚不
明显。经济城镇化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估计结果显示，模型（1）和模型（2）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模型（3）分别通过了 10%和 5%的显著性水平。模型（4）则仅二次
项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其余两个模型估计结果均不显著。考虑了时间效应的模型
（2）会高估经济城镇化的农村减贫效应，而同时考虑时间效应和空间效应的模型（3）则
会造成低估。

其他控制变量的农村减贫效应方面，表5中模型（1）估计结果显示，农村转移人口
的就业环境（empl）、农村资本投入水平（capi）、农村劳动生产率（prod）和农村扶贫政
策 （poli） 4 个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估计系数分别为 1.898、-25.592、-0.039 和
0.249，而且其余5个模型估计结果与模型（1）基本一致，整体稳健性较强。农村转移人
口的就业环境（empl）与农村贫困呈正向相关，与客观事实基本相符。城镇失业率升
高，会对农村转移就业人口产生挤出效应，从而加剧农村贫困的发生。农村资本投入
（capi）与农村贫困呈负向相关，农村资本投入增加，必然带来农村经济发展，进而减少
贫困的发生；农村劳动生产率（prod）与农村贫困负相关，与上述理论分析基本相符。
农村扶贫政策（poli）与农村贫困表现为正向关系，主要原因在于本文用农村低保人口比
例度量农村扶贫政策，低保人口比例越高，贫困发生的可能越大，与现实情况基本相符。
3.4 空间效应分解

以人口集聚，空间集聚和经济集聚为特征的城镇化过程势必会带来空间上的辐射和
示范效应。为探究这种辐射与示范效应，进一步对SPDM空间固定效应模型（1）的城镇
化减贫效应进行空间效应分解。按照前述的效应分解方法，将总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和
间接效应（即空间溢出效应）的形式，以揭示城镇化及其他要素对省域内、外的农村贫
困的影响。

（1）人口城镇化空间效应分解。从表6可以看出，人口城镇化的直接效应为-4.148，
间接效应为-4.669，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二次项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分别为
0.041和0.04，分别通过了1%和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人口城镇化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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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均存在显著的“福利门槛”，缓解农村贫困的溢出效应大于直接效应，而加剧农村贫困
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基本相等。人口城镇化率每提高1%，本省农村贫困发生率将降低
4.148%，同时邻近省份的农村贫困发生率将降低4.669%。这一结果略高于李萌等得出的
2.87%的人口城镇化减贫率[5]，但总体上较为接近；同时，若将4.148%取自然对数，结果
为1.423%，与崔万田等[11]的研究结果十分相近。造成略微差异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所研
究的期限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当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 50.59%以后，每增加 1%，将带来
农村贫困发生率0.041%的增加（表6和图3a）。据2017年统计数据显示，全国31个省份
（除港、澳、台）中有7个省份（包括中部的河南和西部的新疆、广西、云南、甘肃、贵
州、西藏）的人口城镇化率低于50.59%的门槛值，其余24个省份的人口城镇化率均已突
破这一门槛（图 4）。表明全国大部分地区人口城镇化的带贫潜力以基本消失。相比之
下，人口城镇化对农村减贫的空间溢出效应相对滞后，当人口城镇化率超过58.36%后才
开始表现出加剧邻近省份农村贫困的现象（图3b），据统计，截止2017年底有13个省份
的人口城镇化率超过58.36%的福利门槛，其余18个省份则暂未突破这一门槛（图4），依
然存在益贫性的溢出效应。

人口城镇化在前期有利于农村减贫，后期会加剧农村贫困，主要原因在于前期的农
转城人口主要是劳动能力较强，家庭条件等相对较好的农村人口，相对比较容易融入城
市社会，返贫风险较小。随着这部分人口的稳定转移，给农村剩余人口留下了更多的资
源与福利，必然有利于缓解农村贫困。但随着农转城人口的不断增加，造成城市物价上
涨，社会保障跟不上等不利现象，加大了条件相对较差，勉强实现农转城的后来者在城
市稳定扎根的难度，而且这部分人放弃了农村原有的资源和福利，可能更容易引发贫
困。此外，由于农村大量劳动力的流失，反而导致耕地抛荒等资源闲置。青壮年长期在
外，老人小孩无人照顾，更容易引发疾病、辍学等现象，加剧了贫困的长期发展。并且
一个省份农村劳动力过渡转移至其他省份，将引致该省份人口红利的降低，引发用工难、

表6 SPDM空间固定效应模型空间效应分解结果
Tab. 6 Decomposed spatial effects of SPDM with spatial fixed effects

变量

urb_p

(urb_p)2

urb_l

(urb_l)2

urb_e

(urb_e)2

gdp_g

u_r_d

empl

huma

mart

capi

tech

prod

poli

直接效应

系数

-4.148
***

0.041
***

3.245

-0.083

1.294
***

-0.016
***

0.012

0.045

2.354
***

-1.434

2.545

-27.285
***

0.633

-0.040
**

0.244
***

P值

<0.001

<0.001

0.470

0.886

0.001

<0.001

0.913

0.974

<0.001

0.304

0.260

<0.001

0.353

0.037

<0.001

间接效应

系数

-4.669
***

0.040
**

14.000

-2.697

2.984
***

-0.039
***

0.324

-4.602

6.244
**

1.776

-6.603

-32.802
*

-0.767

0.006

-0.127

P值

0.004

0.036

0.321

0.249

0.009

0.003

0.257

0.186

0.019

0.696

0.307

0.095

0.705

0.902

0.159

总效应

系数

-8.817
***

0.081
***

17.246

-2.780

4.278
***

-0.055
***

0.335

-4.557

8.598
***

0.341

-4.059

-60.087
***

-0.134

-0.034

0.117

P值

<0.001

<0.001

0.289

0.286

0.002

0.001

0.282

0.194

0.005

0.949

0.616

0.010

0.954

0.147

0.538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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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与资源闲置等现象的并存，极有可能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和贫富差距的扩大。
（2）土地城镇化空间效应分解。土地城镇化一次项、二次项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

应，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土地城镇化对本地农村减贫和邻近省份的农村减贫并不明
显。而根据直接效应一次项系数 3.245，通过了 47%的显著性检验，二次项系数-0.083，
通过了88.6%的显著性水平，可以测算得到其门槛值为19.55%，即当土地城镇化率达到
19.55%后可能会产生益贫性。但就本文研究的27个省份中，土地城镇化水平最高的省份
仅为 4.31% （江苏省 2017年底），即便是全国最高的上海市 2017年底的土地城镇化率也
只达到15.85%，其余省份均低于10%。因此，土地城镇化更多表现为加剧农村贫困的特
征，而且这一趋势将持续很长时间。主要原因在于土地城镇化以征地补偿等方式，实现
了就地农转非，表面上看农户得到了相应的土地补偿费，增加了财产性收入。然而，城
市扩张所占用的土地往往是良田好地，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最主要资源。政府以土地征收
和土地出让的方式，获取了原本属于农民的土地买卖高额利差，实际上是剥夺了农村土
地资源的潜在价值，而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本身又未能吸纳失地农民进城就业，造成了
农民后续生活来源的缺失，同时抑制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差距，很可
能加剧农村贫困的发生。此外，土地存在空间位置的固定性，大多数省区交界处往往也
不是城镇发展建设的主要区域，跨区域的土地城镇化、飞地园区等现象尚不多见，因此
理论上看，土地城镇化对农村减贫还难以产生空间溢出。

图3 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农村减贫效应
Fig. 3 Effects of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by population, land and economic urbanization respectively

注：图中P表示农村贫困发生率；U表示城镇化率；WU表示城镇化率空间滞后。拐点处的

城镇化率=一次项系数/（2×二次项系数），因为二次项求导数，系数变为原来的2倍。

图4 2010—2017年中国省域人口城镇化与门槛值比较
Fig. 4 Comparison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threshold value in provinces of China from 2010 to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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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济城镇化空间效应分解。经济城镇化一次项和二次项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一次项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分别为1.294和2.984，二次项
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分别为-0.016和-0.039，表明第三产业的农村减贫效应及其空间
溢出均有赖于其规模效应，只有当第三产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才能对本省份和邻近省份
实现双向减贫，发挥区域辐射功能。具体而言，经济城镇化率每上升1%，将促使本省份
农村贫困发生率升高1.294%；当经济城镇化率达到40.44%之后，每上升1%，将带来农
村贫困发生率降低0.016%；相比之下，经济城镇化的农村减贫空间溢出表现出更低的福
利门槛，当经济城镇化率达到38.26%时，便会产生益贫性溢出效应（图3a和图3b）。截
止2017年底为止，全国经济城镇化最低的省份已达到42.4%，表明全国层面已基本跨越
了这一“福利门槛”，整体上经济城镇化以益贫性为主（图 5）。以第三产业产值占比表
征的经济城镇化主要以解决就业的方式实现农村转移人口的增收与减贫。第三产业的发
展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首先惠及的是劳动能力相对较强，拥有一定技能水
平的农村转移人口，而素质相对较低的转移劳动力并不能从中受益，反而受到就业限
制，由此扩大了收入差距。而随着第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转移人口劳
动技能提升，获取信息的渠道拓宽，进入第三产业就业的转移人口不断增加，进而有效
缓解了农村贫困。

（4）其他控制变量空间效应分解。其他控制变量中农村转移人口的就业环境（em-
pl）、农村资本投入水平（capi）、农村劳动生产率（prod）和农村扶贫政策（poli） 4个变
量对农村减贫的直接效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这4个指标均显著促进了本省的农
村减贫。而其中农村转移人口的就业环境（empl）和农村资本投入水平（capi）还存在
农村减贫溢出效应，分别通过了5%和10%的显著性检验。从减贫路径来看，城镇失业率
降低，吸纳外来人口就业的能力会增加，人口的跨区域流动必然会带来减贫效应的空间
溢出；而农村资本投入水平增加，扩大了农村自身的产业经济发展水平和产出总量，抑
制了本地农村人口的外流，甚至产生了对外来劳动力的倒吸，由此增加了邻近省份农村
人口转移至本省城镇（甚至农村）就业的机会，从而缓解了邻近省份农村贫困的发生。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城镇化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缓解农村贫困

意义重大。本文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方法，重点检验了2010—2017年间中国省域人口

图5 2010—2017年中国省域经济城镇化与门槛值比较
Fig. 5 Comparison of economic urbanization and threshold value in provinces of China from 2010 to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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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农村减贫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1） 2010—2017年间中国省域农村贫困在地域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

西部地区是农村贫困HH集聚的主要区域，也是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重点区域。研究期
限内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空间集聚特征较为明显。总体上，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
镇化主要集聚在东部和中部地区。相对而言，经济城镇化空间集聚态势逐年降低，集聚
现象基本消失，表现出以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为表征的经济城镇化在全国范围相对均衡的
发展态势。

（2）空间计量模型检验结果显示，人口城镇化对农村贫困主要表现为先缓解后加剧
的“U”型特征，而经济城镇化则刚好与之相反，呈倒“U”型特点，同时经济城镇化对
农村贫困的加剧和缓解的趋势更为平缓，门槛值要低于人口城镇化，规模效应将成为经
济城镇化实现农村减贫的重要方向；土地城镇化对农村贫困的作用尚不明显，但主要表
现出加剧农村贫困发生的潜在可能。此外，改善城镇就业环境、增加农村资本投入、提
升农村劳动生产率及推行扶贫政策等对农村减贫亦产生了积极作用。

（3）空间效应分解结果显示，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对农村贫困产生了明显的空
间溢出效应，不仅对本省份的农村贫困产生作用，同时也对邻近省份农村贫困产生影
响。同时，二者对农村贫困的空间溢出依然存在“门槛”效应。从区域上看，东部和中
部地区绝大部分省份的人口城镇化直接效应门槛已经突破，带贫潜力较弱；而一半以上
的省份人口城镇化的溢出效应门槛依然存在，益贫性的溢出效应仍然明显。相比之下，
经济城镇化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门槛均已突破，整体上以益贫性为主，规模效应和进
一步提质升级成为经济城镇化缓解贫困的重要方向。此外，营造良好的城镇就业环境和
增加农村资本投入均能为农村转移人口提供较好的就业机会，不仅有利于本地区的农村
减贫，对周边地区农村减贫同样产生积极作用。
4.2 讨论

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对农村贫困的作用效果存在明显区别。城镇
化发展过程中，应以提升城镇功能为主要目标，东部和中部地区应适度控制城镇人口增
长，西部地区则应合理、有序推进人口城镇化，应将城镇人口承载力作为控制农转城人
口规模的主要参考。同时进一步完善已有城镇基础交通、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及户籍制
度改革等重大举措，并强化对农村转移人口的就业服务，增强农村转移人口的获得感，
促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全面实施。进一步加快城镇产业结构调整，壮
大第三产业发展规模，同时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第三产业提质升级，增加城镇
就业空间，整体提升城镇辐射带动效应。此外，土地城镇化应以经济城镇化和人口城镇
化为引领，实现有序、有效的城镇空间扩张，防止过度土地城镇化引起的城镇土地低效
利用与失地农民并存的不利局面。统筹协调区域人口、空间、资源等的分配与利用，充
分发挥要素集聚带来的正向“外部性”作用，合力推进农村长效、稳定脱贫，促进城乡
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本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城镇化的农村减贫及其空间溢出效应，从宏观角
度分析了中国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效果，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城镇化
对农村减贫的作用特征与趋势，为中国城镇化减贫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了参考。
由于数据可得性、研究视角等客观因素的制约，本文的研究尺度未能延伸至市、县等更
具体的行政单元，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省域内区域差异性特征，降低了省域内城镇化减贫
政策实施的有效性，这也是今后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要方向。此外，本文着重从经
济学视角分析了城镇化的农村减贫逻辑，主要考虑到中国现行标准下主要以农民人均纯
收入为关键性指标来识别农村贫困人口，更多反映的是农村家庭的经济状况，是经济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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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集中体现。农村贫困受到多维度的影响，城镇化对农村减贫的作用以实现农村人口
转移就业、家庭增收为最直观表现，是贫困群众实现美好物质生活需要的关键，也是实
现其他维度减贫的基础。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将进一步拓展城镇化的农村减贫多维作
用机制，更加全面地阐释城镇化减贫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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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poverty reduction and it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Chinese urbaniz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with provincial pane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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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27 provinces in China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mainly examines the rural
poverty reduction and it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land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urbanization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17.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From 2010
to 2017, rural poverty,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s provinces show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while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econom-
ic urbanization gradually decreased. (2)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has a "U"-shaped character in
the rural poverty, while economic urbanization has an inversed "U"-shaped character. Land ur-
banization has no obvious effect on the rural poverty; however, it mainly shows the potential to
aggravate the occurrence of rural poverty. (3)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urbaniza-
tion have obviou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n rural poverty, meanwhile, they have a "threshold"
phenomenon in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rural poverty. The direct effect threshold of popu-
lation urbanization in poverty reduction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has basically been
broken through, and the poverty reduction potential is weak, while the spillover effect threshold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on poverty reduction in most provinces still exists, and the benefi-
cial spillover effect is still obvious. In contrast, the direct and spillover effects of economic ur-
banization in all the provinces have broken through the threshold. (4) The urbanization of popu-
lation should be pushed forward reasonably, and the related system reform should be quick-
ened. We will expand urban space effectively in an orderly manner, optimize the adjustment of
urban industrial structure, expand the scale of tertiary industry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trengthen its quality upgrading, increase urban employment rate and enhance the overall
radiation-driven effect of cities and towns. The alloc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population, space
and resources in the region should be coordinated in an overall way, and the positive "externali-
ties" caused by factor aggregation should be brought into full play to promote long-term, stable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rural areas, and promote urban-rural coordination and sustainable de-
velopment.
Keywords: urbanization; rural poverty;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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